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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

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

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

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

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

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

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

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

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

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

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

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

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

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

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

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daleijie@pku.edu.cn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85   

中美关系在2017年底似乎跨越了临界点,迈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①

双方竞争的不断升温和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使两国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忡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人

以讲话或投书方式表达担忧,并要求中美双方缓解矛盾、避免对抗。② 不久

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公开表示,担心世界分裂成“两

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阵营。③ 双方的竞争更显性地体现在经贸、科技和安

全等领域,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开始隐然出现。

本文旨在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试图寻

找一个理论框架去理解当下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竞争的性质。本文的基本

观点是: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

决于双方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

最近两年以来,双方的战略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担

忧,导致双方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因此,中美

①

②

③

“战略竞争”“大国竞争”等是美国方面的说法,中国方面并没有采用。但是面对

美方咄咄逼人的竞争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中方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进行

应对。另一方面,尽管与中国竞争已经基本成为美国国内共识,但是对于如何竞争以及

竞争的最 终 目 标,美 国 国 内 看 法 远 未 达 成 一 致。参 见:K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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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

限度的良性竞争。

一、
 

文献回顾

本文采用广义的“意识形态”定义,将其界定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

济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的理想描述及其实现形式。①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

以来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双边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既有文献基本上都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

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其影响也许可以通过建设性管控和加强共同利益得到

缓解。倪世雄和赵曙光认为,“制度差异经常令两国内部政治斗争殃及双边

关系……使中美关系不时偏离出发展轨道”②。刘建飞也表示,“意识形态是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③。意识形态分歧不仅会直

接给双边关系造成障碍,还会间接削弱双方的战略互信。陶文钊认为,“政

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阻碍了中美两国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

立”④。王缉思和李侃如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导致中美之间战略互

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⑤ 格雷厄姆·艾利森讨论的重点尽管是守成国和崛

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但也指出了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美更容易滑向“修昔

底德陷阱”。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将混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概念。关于更多有关“意识形

态”定义的讨论,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

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倪世雄、赵曙光:《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60年》,《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

期,第1—15页。
刘建飞:《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

8期,第13—17页。
陶文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基本经验》,《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3

期,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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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既有文献倾向于聚焦在造成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一些具体

议题上,比如人权、宗教、西藏、新疆、香港等议题。① 比如,罗艳华认为,中美

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使得中美之间的人权之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和矛盾性的特点。② 就宗教因素而言,徐以骅认为,其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两

面性:“一方面可以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友好交往的

纽带;一方面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甚至是冲突引爆点,另一方面则是加强

两国民心相通以及夯实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③

第三,近一年来,在中美关系以战略竞争为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

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于中美之间可能升级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担忧。王

缉思表示,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应该加倍重视双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鸿

沟的不断扩大,并找到应对方法”④。阎学通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扩散

到意识形态领域。⑤ 达巍指出,过去40年,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战略取向的

契合和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⑥ 徐进的看法更为激进,大胆预测

未来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冷战式的权力(加)理念竞

争”。⑦

整体而言,既有文献对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很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罗艳华:《论中美人权之争的根源与特性》,《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第213—219页;徐以骅:《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宗教与中美关系》,《宗
教与美国社会》2018年第2期,第3—15页;李环:《近年美国对香港政策变化及评估》,
《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第24—31页;胡油志:《奥 巴 马 政 府 对 藏 政 策 研 究

(2009—2013)》,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3年;刘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美

国涉疆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4年。
罗艳华:《论中美人权之争的根源与特性》,第213—219页。
徐以骅:《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宗教与中美关系》,第6页。
王缉思:《共同的利益,冲突的价值观》,《中美聚焦》2019年2月11日,http://

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90211/36452.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阎学通:《应防止中美冲突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爱思想网,2019年2月2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910.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达巍:《选择国内战略,定位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第20—

31页。
徐进:《理念竞争、秩序构建与权力转移》,《当代亚太》2019年第4期,第4—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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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但是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存在不足。在理论层面,既有文献缺少一个

统一的理论框架去解释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大小;在现实层面,既有

文献尚未触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本

质有无发生变化,以及其原因为何。基于此,本文将从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

发展方向两个维度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分析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

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二、
 

战略关系、发展方向与意识形态影响

———从尼克松到奥巴马

  中美关系正常化跨越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1972年,美

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主动提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

部的政治哲学,而是其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对于美国的政策”①。中美双

方于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也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

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

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

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②
 

1978年的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而

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再度表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③ 尽管有这些原则性的政策声明,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对关系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

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

①

②

③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5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http://www.

china-embassy.org/chn/zmgx/zywj/lhgb/t705065.htm,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8年12

月16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ywj/lhgb/t705074.htm,访问时

间:2019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ywj/lhgb/t705073.htm,访问时间:2019年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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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简而言之,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中国的发展方

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也会越小。反之,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

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

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

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

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小。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缓和进程的暂时

受挫以及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恶化了美苏关系。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苏

边境加强军事力量,并且以越南为代理人在印度支那进行扩张,也使中国

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中美之间加强战略关系的需求推动了延宕已久的正

常化进程,两国终于在1978年底完成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79

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81年

里根上台,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给中美关

系带来了短暂的震荡。中国领导人也鉴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考虑与美国适

度拉开距离以及与苏联松动关系,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① 此后,

经过双方的磨合和努力,中美关系逐渐回温,并以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

导人的互访为标志达到高峰。美国总统里根在回访中国期间,于4月30日

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他特别提到,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价值

观、文化和历史,政治制度也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些不应当妨碍两国之间的

合作。②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从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每一项

改革都在美国得到正面评价。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派出一个代表

①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R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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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n
 

Shanghai,
 

China,”
 

Apri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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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research/

speeches/43084e,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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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访问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的转型远远超出

了他们的预期,中国官员的开放和务实程度远非苏联和东欧哪怕是最开明

的官员所能比。① 基于此,邓小平继1978年之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

度人物”。里根在1984年访华结束的回程途中,也对中国在农村和城市的改

革大加赞扬,并认为“自由市场精神”的出现和勃兴有助于中国人民幸福感

的提升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② 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也在这一时期大幅提升。盖洛普民调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有

正面印象的美国人占比从中美建交前的21%上升到70%。③

然而,在8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摩擦开始逐渐浮

现。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而更加

凸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中苏、美苏关系

同时得到改善,中美之间合作对抗苏联的战略因此削弱。在此背景下,美国

开始指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西藏等问题;中国也对美国的“精神污染”以

及美国时常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要求的举动感到不满和不安。在某种意

义上,苏联固然是当时中国的重大外部威胁,但是美国对中国内部秩序带来

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④

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使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一时间主导

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指摘的议题领域有

所扩展,包括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计划生育、“劳改产品”、宗教信仰自

由、西藏和香港等众多议题。同时,美国针对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处理方式也

更具有对抗性。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自1990年开始把中国作为主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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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gallup.com/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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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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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批评对象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也从1990年起不遗余力地带

头提出反华提案,但是均未通过。1995年的中美交锋最为激烈———美国等

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第5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的反华提案唯一一次进入

实质性表决阶段,但最终中国以一票险胜。在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影响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克林顿政府决定于1993—1994年把中国的

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尽管次年克林顿政府就意识到“挂钩”政策完

全不可行,但是“挂钩”提案本身就反映了人权和意识形态议题在当时中美

关系中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中美元

首外交中,双方曾就人权、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进行了相当坦率和公

开的交锋。克林顿表示,与人权有关的问题的确是中美双方近期的主要分

歧;江泽民指出,中美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

同,双方自然对于人权和自由的理解也不尽一致。①

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时决定加强对华接触战略,支持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重拾了在1989年之后一度冷却的对华经济、政治

发展的期望。② 在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关头,克林顿

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选择改革之路,美国期待这很有可能会给人

权和“政治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

小布什上任之初,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震荡,但是“9·11”恐怖袭击改

①

②

White
 

House
 

Television
 

(WHTV),
 

“President
 

Clinton
 

&
 

President
 

Jiang
 

at
 

Joint
 

Press
 

Conference
 

(1997),”
 

October
 

29,
 

1997,
 

Clinton
 

Digital
 

Library,
 

https://

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items/show/15880,访 问 时 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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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美国国家安全优先次序,也改变了中美关系。①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乃至

根除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本土和盟国安全,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在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说道:“一个共同的危险正在消弭传统的

(大国)争斗。”②美国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9·11”事件从

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大背景,为大国合作开辟了广阔空

间。③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在外交、情报、金融等方面为美国打

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协助。④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2005年美国又

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希望中国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⑤ 中

美建立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

经济和安全治理领域的各个议题。⑥ 尽管无法像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威胁那

样为中美关系提供较强的战略依托,但打击恐怖主义和参与全球治理至少

表明,中美之间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同时,小布什政府似乎依然期待中国发生美国想看到的经济政治变革。

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贸易是推动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
的一个工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所蕴含的自由将引导人们追求

公共领域的自由。我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继续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支持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⑦罗伯特·佐利克在其讲话中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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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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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年,第288—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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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长,政治改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① 康多莉扎·赖斯表达了类似看法,

并指出美国的手段应具有现实性:“我坚定地相信中国会进行政治变革……

美国应该也必须继续倡导一个民主的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复杂

程度,美国政府影响其内部发展的直接工具相当有限。美国只能依靠开放

市场的力量以及促使中国人民通过大学和公司等接触到外部世界。其他更

加直接的方式很有可能会遭到抵制,甚至会适得其反。”②在小布什政府任

内,由于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信念,意

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较小。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两国领导层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这体现

在双方领导人高频率的会晤上,美方继承上届政府的对话机制并主动将其

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也主动建议双方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积极的政治意愿,中美

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在这个时期却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

柯特·坎贝尔曾私下把中美关系比作水球比赛,表面上,这是一个有规则的

比赛,目标是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但是他承认水面以下却是“拉扯、

抓挠、暗算”等各种小动作,其目标其实是完胜对方。③ 在这段时期,在人民

币汇率、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经贸问题上,在南海和东海争端、“萨德”导弹

防御系统等安全议题以及网络安全等新生议题上,中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和摩擦相当激烈。④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加深。中国认

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针对中国,想要削弱乃至遏制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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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整体性回顾,参见:胡然、赵建伟、王缉思:《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对近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回溯与分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

战略评论2018(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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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则认为中国自2009年以来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

区,甚至要挑战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① 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

亮点主要包括拓展积极合作以及限制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两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后者包括在

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和谅解。第三,在奥巴马政府后

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② 尽管大辩论未必有绝对共识,

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声音整体向更加强硬的方向转变,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期待中国在经济政

治方面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革,似乎越来越不现实。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

经济政治发展公开表态较少,但是一些非官方人士如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

美国记者孟捷慕则在其书中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③ 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

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按

照这样的蓝图推进改革。④ 此外,中国国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在国家

安全、反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也被美国

认为与其所期待的政治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⑤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合作和竞争同时上升,使得意识形态对双边

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直

接激烈交锋不多。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问上海的时候,尽管谈到了美国

所信奉的“普世价值”,但是也表示,“每个国家必须规划自己的道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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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求将政治制度强加于人”。①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
月访问亚洲的时候,提到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妨碍双方在

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合作。②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的杰弗

里·贝德在其著作中谈到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的

崛起持欢迎态度、中国崛起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塑造有利的亚太地区

环境,其重点在于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影响,没有提到中国内部的经济和

政治议题。③ 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开始以新形式对中美竞争产生较大

影响。相较于双方在一些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新形式

的影响更加间接和隐性,却可能更加广泛。例如,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全球治

理上的不同的竞争性主张,其根源来自两国不同的国内互联网治理方式。④

因为双方竞争的加剧,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在奥

巴马时期开始显现,并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三、
 

战略竞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尤其是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

彻底转变,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和《国防战略报告》宣告了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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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① 中国政府依然

致力于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并未被特朗普政府极

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政策所影响。② 但是,中国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关系

已然出现质变,不太可能回到过去。③ 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来说,美国

一些人似乎有种“幻灭”感。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标志

性文章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和行为都与美国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也意味着

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④ 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可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

们有的认为接触政策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有的

认为判断接触政策最终能否改变中国的时间段还要继续拉长。⑤ 换句话说,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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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american-policy-toward-china-due-reckoning,访
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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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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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97   

即使是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批评者似乎也同意,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方向不符

合他们的期待。

在中美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都发生根本变化的

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美

国政府内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甚至

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不

讳地指出印太地区的“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

在展开。① 美国国防部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将这种“自由”秩序和“压制

性”秩序之间的竞争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② 美国副总统麦克·彭

斯在2018年10月一次引人注目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更是妄加指责中国“试

图影响”和“干预”美国政治。③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离开特朗

普政府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类似于彭斯该讲话内容的文章。黑莉在对中国

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之后,指出中国对美国形成了“智识的、技

术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挑战,并且夸大其词,提出应对中国的挑战

关乎“生死存亡”。④ 极端者如史蒂夫·班农则直接认为中美是“两个互不相

容的体系”,“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⑤ 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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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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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次讲话中,更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表示美国不应当无视“两种体制的

基本差异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①

近几年来,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表示,意识形态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

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对由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内

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形成了挑战和威胁;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中美之间不太可

能建立真正持久的、相互信任的双边关系;美国的对华战略不能忽视意识形

态层面,而应当对双方的经济社会交往保持警惕和进行管理。② 个别强硬者

甚至认为,美国可以考虑利用他们认为的中国内部的脆弱性,在意识形态方

面主动出击。另外,凸显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助于动员美国社会和民众进行

长期性的战略竞争。③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三个特点。第一,

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则认为自己受到

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第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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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在新领域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奥巴马

政府时期即已开始出现。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

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

打击和削弱。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对三种秩序的影响

上。首先,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影响本方国内秩序的担忧。中国政府一直很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和“颜色革

命”的图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经济建设是

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

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①2019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分析了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

风险。② 在天平的另一端,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大肆指控中国利用所谓“锐实

力”在民主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与“软实力”主要依靠“吸引”不同,美国所

说的“锐实力”指的是试图“操纵,混淆,分化和压制”。③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

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告,声称中国在美

国试图通过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华人社区、大学、智库、媒体、公司、科技界

等拓展影响力,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挑战”甚至“削弱”了美国核心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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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法律。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利用了中美之间政治和社会开放程度的

不对称性,因此要求双方“对等”,要求美国对中国或明或暗的拓展影响力的

行为保持警惕,并在必要时进行限制。① 一时间,有关中国“锐实力”“影响和

干预行动”“政治战”“统战工作”的讨论和指责在美国甚嚣尘上。② 美国国会

和情报机构也积极加入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甚至毫无根据

地指责中国试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③ 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人文和教育

交流受到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在其他国家推广意识形态、改变他国国内秩序

的担忧。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直接或间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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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态度。虽然特朗普政府

进行海外干涉的意愿有明显的收敛,但是其对叙利亚的空袭和对委内瑞拉

内政的干预表明,美国的干涉主义倾向似乎很难一夕改变。另一方面,美国

指责中国除了利用“锐实力”在其他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外,也开始输出所

谓“数字威权主义”。① 由于中国相关技术较为成熟、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以

及一些国家公共安全的需要,中国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设备和技术受到

了其他国家的欢迎。根据一项统计,中国的相关设备销往了至少18个国家,

并邀请了3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有关舆情管理的培训。② 这些本来属于互利

共赢的交易和交流却被美国无端赋予了意识形态属性。

最后,意识形态影响了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近些年,美国等西方国

家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从

来没有认可过这一看法。正如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傅莹所言:“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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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IG/IG00/20190516/109462/HHRG-116-IG00-Transcript-
20190516.pdf,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Paul

 

Mozur,
 

Jonah
 

M.Kessel
 

and
 

Melissa
 

Chan,
 

“Made
 

in
 

China,
 

Exported
 

to
 

the
 

Worl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9;
 

Michael
 

Abramowitz
 

and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Nicholas
 

Wright,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Shape
 

the
 

Global
 

Order:
 

The
 

Coming
 

Competition
 

Between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July
 

10,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8-07-10/how-artificial-
intelligence-will-reshape-global-order,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Michael
 

Abramowitz
 

and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102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

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①中国所言的“现行国

际秩序”与美国念兹在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

重要区别。除了对美国同盟体系的看法有分歧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

改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内在冲动也是中国的疑虑来

源。② 事实上,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意在“国际”,但是美国学者在谈论

这个国际秩序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到国内秩序。③ 同时,全球治

理在向纵深拓展,推进全球治理也就越来越容易触及各国基本的经济、政治

和社会组织方式,而不同的国内秩序和意识形态则意味着在一些议题领域

存在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④ 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治理的传统议题领域,如

①

②

③

④

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

日报》2017年5月16日,第8版。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洪磊亦做出过类似表示:“现行国

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
其最根本的原则是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参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1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2015年

11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313604.
s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有关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讨论,参见:王缉思:《“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

国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15年,第1—11页;达巍:《“自由国际秩序”的前路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全球

秩序》2018年第1期,第90—105页;傅莹:《坚持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政治包容,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第8版;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2,
 

2019,
 

pp.9-60;
 

Michael
 

J.
Mazarr,

 

Timothy
 

R.Heath
 

and
 

Astrid
 

Stuth
 

Cevallos,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8).
例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伊肯伯里在其书中说道:“中

国和俄罗斯尚未完全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它们亦从中受益。它们或许不会很快

甚至永远不会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国家,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扩展性和整合性的逻辑

为它们提供了如此转变的动机
 

……
 

自由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自由主义秩序的

规则、制度和进步性目标的最终维护者。”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10.
有关国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参见: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

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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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治理,不断取得进展后进入深水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球治理的新兴

议题,如网络治理,本身就与其国内治理的方式密不可分。

四、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或

者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而只是说,意识形态在中美

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多少

令人始料不及。从美国方面来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战

略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在明显下降的。① 特朗普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的发

言中再次宣扬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批评“全球主义”,认为各国应该尊重各

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②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固然在稳步提高,但

是也从来没有计划向外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

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这段话所

要表达的更多的是探索与分享,而绝不是中国打算向外推广发展模式和意

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

  

①

②

③

节大磊:《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当代美国研究》2018年第1
期,第50—69页。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5,
 

2019,
 

New
 

York,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4th-session-united-nations-
general-assembly/,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访问时间:2019年12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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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

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再度表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每个主权国

家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更无权强行颠覆他国

政权和政治制度。”②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也有一定的必然

性。首先,大国战略竞争的最显性表现就是影响力的竞争,而大国扩展影响

力的方式和手段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

国扩展影响力的时候所间接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被对方认为

是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扩张。其次,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

发生变化,客观上会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③ 换

言之,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即使双方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

的意愿,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的竞争,并且可能会随着双方竞争的

升级而冲突加剧。最后,在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之后,中美之间高度

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反而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差异凸显得更加真切。④

意识形态在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

之间所谓的“新冷战”会否出现。大部分的中美学者和专家都认为,美苏冷

战的历史类比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原因除了两个大国在经济和

社会上更加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世界像冷战

期间一样分裂为两大集团之外,中美之间也没有和当时美苏之间一样激烈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202/c1024-
29681216.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年9月27日,http://www.
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31.htm,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有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法西

斯制度等)在实践中被接纳实施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的,而这些“浪潮”与主张不同意

识形态的大国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Seva
 

Gunitsky,
 

Aftershocks:
 

Great
 

Powers
 

and
 

Domestic
 

Reform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此书中所描述的20世纪那样的剧烈的权力转移,但是中

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也会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相对温和的类似影响。
最近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简称NBA)“莫雷事件”即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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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和式的意识形态对抗。① 但是,另一方面,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

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似乎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换句话

说,如果以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一端,以完全不具备意识形态因素的

大国竞争为另一端,这中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其他实现形式。

事实上,也许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来描述中美当下的情形最为贴

切。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图和行为是防御性的,

但是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竞争升级,从而

① 有关中美之间所谓“新冷战”的讨论,参见:Harvey
 

M.Sapolsk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Second
 

Cold
 

War,”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2019,
 

https://

link.springer.com/10.1007/s42533-019-00021-y,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Melvyn
 

P.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The
 

Atlantic,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

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2019;
 

Odd
 

Arne
 

Westad,
 

“The
 

Sources
 

of
 

Chinese
 

Conduct:
 

Are
 

Washington
 

and
 

Beijing
 

Fighting
 

a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2019,
 

pp.86-95;
 

Charles
 

Edel
 

and
 

Hal
 

Brands,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June
 

2,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6/02/the-
real-origins-of-the-u-s-china-cold-war-big-think-communism/,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
日;

 

Ali
 

Wyne,
 

Yuen
 

Yuen
 

Ang,
 

Lindsey
 

Ford,
 

et
 

al.,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old
 

War?”
 

The
 

ChinaFile
 

Conversation,
 

December
 

11,
 

2018,
 

http://www.chinafile.
com/conversation/beginning-of-new-cold-war,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Iskander
 

Rehman,
 

Michael
 

Auslin,
 

Robert
 

Ayson,
 

et
 

al.,
 

“Policy
 

Roundtable:
 

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a
 

New
 

Cold
 

War?”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May
 

15,
 

2018,
 

https://2llqix3cnhb21kcxpr2u9o1k-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2018/

05/TNSR_U.S.-China-Cold-War-Roundtable.pdf,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沈志

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

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第3—20页;杨洁勉:《不会有新的冷战!》,《中美

聚焦》2018年11月22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1122/34604.
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赵明昊:《从“新冷战论”看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挑

战》,《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17—19页;
 

何亚非:《中美会进入“冷战”吗?》,
《中美 聚 焦》2018年7月3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0703/

30201.html,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达巍:《中美关系:走向“新冷战”还是战略稳

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3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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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双方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奥巴马政府前任官员麦艾文的一段话也许

可以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的逻辑。他问道,中国到底是

在积极地推动“中国选择”以取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还是试图增强

中国自身选择的合法性? 他还说,问题在于,中国旨在后者的行为或许也可

以达到前者的效果。① 如果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可以用“进攻性的意识形态

对抗”来概括的话,当下的中美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

形态竞争”。如图1所示。

图1 意识形态因素在大国竞争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

中美双方都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竭力避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首先,就

像应对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一样,双方应当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

并充分理解自身行为对对方不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应当看到,囿于

相对实力的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局,从整体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

外战略中的地位是在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自信心下降,不安全感和敏感度

大为上升。事实上,美国的不安全感的门槛是相当低的,冷战后其长期的意

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得哪怕仅仅是一个有潜在可能的竞争者出现,都使其

感受到威胁。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并没有意图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中国

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

式”,借鉴别国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② 同时,美国应当避免用意识形态色

彩的词语来描述中美关系,更应当坚决抵制一些强硬派所提出的“进攻性的

意识形态对抗策略”。

①

②

Ali
 

Wyne,
 

Yuen
 

Yuen
 

Ang,
 

Evan
 

Medeiros,
 

et
 

al.,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old
 

War?”
 

The
 

ChinaFile
 

Conversation,
 

December
 

11,
 

2018,
 

http://www.
chinafile.com/conversation/beginning-of-new-cold-war,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年9月27日,http://www.
xinhuanet.com//2019-09/27/c_1125047331.htm,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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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双方都应当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谦虚。① 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较为

容易,因为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

“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

步上升,继续单纯保持内向性也许将越来越有挑战性。对美国而言,保持意

识形态的谦虚则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简单划一”,甚至高度内化

到不自知。②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人

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人们通常注意不到他们的意识形

态,这是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程度令人吃惊……观察美国人

的意识形态,不是在他们谈论国内政治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谈论国际政治的

时候,尤其是他们谈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关系的时候……在一个普通

民众参加的世界性大会上,谁会不知道美国人会说什么呢? 他会把所有的变

化都看作靠近或者远离民主。他会毫不费力地判断,什么制度是最好的,什

么制度应该被赞美,什么制度应该被效仿。最好的就是民主的,民主的就是

最好的。”③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从晚清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开始,就抱持着一种改

造中国的热情。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韩德正是通过研究早期的中美关系

史而发现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现象。④ 无论如何,美国

需要认识到,对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

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⑤。另外,对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来说,不

①

②

③

④

⑤

此说法取自巴里·布赞:《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

第1期,第33页。但是他所指的主要是经济领域。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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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其实是常态,美国不必为此感到担忧。①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在冷战初期,美苏之间

的竞争持续给历届美国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回应国内要求种族平等的民

权运动。如杜鲁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给世界上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们带来

激励和启迪……我们就必须纠正自身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②所有良性的、

健康的竞争都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把对方的事情弄糟。美国正是

靠国内变革赢得了冷战。③ 幸运的是,两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中美各

自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才是重中之重。④ 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

表示,“通往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正义以及一个对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

路,始于国内”⑤。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则无疑是

两国和世界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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